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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世班禅朝觐的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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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唯一一位东来朝觐的班禅。这位藏传佛教领袖的朝觐之行，有
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朝觐之举是在当时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与清政府的治藏政策
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其朝觐的原因可以从政教、经济及安全三方面加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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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罗桑巴丹益西 （以
下简称六世班禅），是清代唯一一位东来朝觐的
班禅。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六月十七日，六世
班禅从其驻锡地扎什伦布寺起程，并于乾隆四十
五年 （１７８０）七月二十一日抵达承德，九月初二
日到达北京，千里迢迢地东来朝觐乾隆帝。觐见
期间，六世班禅与乾隆帝多次会晤，积极参议藏
政，并直接推动了清政府对八世达赖亲政的决策
进程。之后不久，六世班禅因水土不服且劳累过
度而染天花，不幸于十一月初二日戌时圆寂于北
京西黄寺，享年４２岁。虽然六世班禅的一生较
为短暂，但毫无疑问，这位倾心内向的藏传佛教
领袖的朝觐之行，必然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深
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将围绕六世班禅朝觐的背景
与原因展开论述。

一、六世班禅朝觐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至１８世纪中叶，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军事

行动，使康乾盛世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如乾隆帝
在 《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所述：“盖国家百余
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达赖喇嘛之来，至
今亦百余年矣。且昔为开创之初，如喀尔喀、厄
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
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①

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年 （１７５４—１７５５），清政
府集中兵力彻底击败了准噶尔部；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吐尔扈特部请求归顺；乾隆三十六年至
四十年 （１７７１—１７７５），清政府平定金川之乱，

裁撤当地土司，改设土屯守备，使四川东北部地
区安定下来。至此，蒙古卫拉特 （即厄鲁特）四
部以及藏区各土司全部臣服清政府。另一方面，

清政府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南边疆地区，因
地制宜地分别建立了将军制、盟旗制、封爵制、

伯克制、郡县制、驻藏大臣制度等行政管理体
制，使政令贯通全国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同
时，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国家统
一程度超过历朝，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
展，由此，清朝的统治进入了鼎盛时期。

不过，当时西藏地方却政局不稳，时常动
荡。针对这一情况，清政府在珠尔墨特那木札勒
事件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便适时地废除了在西
藏封授郡王的地方行政体制，转而设立达赖喇嘛
统领下的噶厦地方政府，并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
权，以防专权人物再次出现。１７５７年，七世达
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局再次动荡。于是，清
政府又审时度势地在西藏地方实行了摄政制度。

但以上一系列治藏手段与管理制度的施行，均处
于探索阶段，对于维护西藏地方稳定的积极作用
尚待检验。另一方面，在西藏上层内部，居于拉
萨的八世达赖尚年幼，而身处后藏日喀则的六世
班禅则年富力强，并在藏区政教方面影响甚广。

１８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
进行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其注意力也集中到



了喜马拉雅山沿线地区。在此背景下，处于封建

农奴体制下的西藏尽管在交通及信息方面较为闭

塞，但也难免被渗透。英属 “东印度公司”面对

清政府 “门户关闭”政策对贸易的重重限制，以

及多年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在倍感无奈的同

时，也希望扩大原有的由尼泊尔达中国西藏的贸

易通道，以期迂回进入中国西部，进而打开中国

内陆的广大市场。由于西藏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多

用黄金、白银支付，因此这条贸易路线又成为
“东印度公司”获取硬通货的便利渠道。因此，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西藏早已存有觊觎之心，

其势力渗透西藏的行动也逐渐增多。

（二）政策背景

明后期以来，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

播，喇嘛作为一个脱离社会生产的 “特权”阶级

日渐形成，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古各部中占统治

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

德尼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领袖也逐渐成为蒙古各部

的精神领袖，而与藏传佛教领袖建立相对牢固或

亲密的关系，便可进一步强化蒙古各部首领统治

权力的正当性与稳固性。由此，蒙藏双方因藏传

佛教而交往日盛。

在乾隆帝的政治视野中，关于蒙古和西藏的

地位，出于历史与地缘原因，蒙古的重要性是第

一位的，西藏因宗教原因而成为其抚绥蒙古各部

的第二阵地。其认为，西藏是其治下 “中国”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和珅等纂修的 《钦定大清

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

青海等一同被列入 “新旧蒙古统部”②。同时，

随着西藏等地区陆续纳入国家版图，清政府逐渐

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行政管辖。有学者认

为：“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

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③

应该说，乾隆时期的疆域范围为日后中国的领土

面积确定、边疆设置及管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驻藏大臣松筠曾建言，在西藏地区 “盖其僧众强

胜多于百姓，而百姓惟僧是敬且信，故宜羁縻善

抚而善教之”④。因此，清政府治藏政策的核心

原则即对藏因俗而治，扶植藏传佛教作为其对藏

思想统治的工具，并因势利导地对藏加大行政管

辖力度，而其治藏政策的终极目标即为 “维稳”。

推崇、提倡并利用藏传佛教以加强和巩固清

政府在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政府的一项基本

国策，迎请藏传佛教领袖赴京觐见和驻京掌教，

则是这项基本政策的主要操作手段。诚然，这种

因俗而治的策略并非清朝统治者首创，早在元朝

时，当朝统治者即已开始 “因俗而治”，据 《元

史》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

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

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

之于帝师。”⑤但对于这一治边方法，清朝统治者

却并不认为与元朝时相同，嘉庆帝在其 《御制须

弥福寿之庙诗》中说道：“本朝崇礼喇嘛教，非

如元代之谄敬番僧，盖蒙古最尊奉黄教，兴黄教

即所以安众蒙古，列圣相承，用循是道，则皇父

六十年来乘时会以安藏辑藩，定永久清平之基，

功德无量云。”⑥

清朝开国不久，顺治帝即遣使赴藏，敦请五

世达赖来北京会晤，始定 “达赖喇嘛”封号，并

为其在北京驻锡和礼佛修建了 “黄寺”。康熙帝

时奉藏传佛教为国教，并于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册封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 “班禅额尔得

尼”。据 《清实录》载：“谕理藩院：‘班禅呼图

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

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

册，封为班禅额尔得尼’。”⑦此举是从防止 “一

极独大”的目的出发，通过提高班禅系统在西藏

社会的政治地位，以制衡达赖喇嘛的政教势力，

牵制西藏上层世俗贵族，进而保持西藏地区政局

稳定。

在乾隆帝治下，清政府的治藏政策始终处于

动态调整中。乾隆帝根据绥抚蒙古的政治需要，

将推崇、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治传统进一步发扬光

大，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迫切的现实需

要。在满族势力崛起及其击败明军入主中原的过

程中，蒙古骑兵的作用不言而喻，而蒙古王公更

是清朝中央政权的重要支柱。乾隆帝也深知，

“蒙古习俗尚黄教，得失视此为转旋”⑧。因此，

利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可以起到稳定

当时中国北部边疆的作用。这正如乾隆帝所说：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 （指达赖与班禅
———引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

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

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以为怀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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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⑨

同时，乾隆帝深知藏传佛教在引导民众安于

苦难、寄希望于来世的现实功用。这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消弭甘肃、青海、四川地区的广大信教

群众，特别是西藏地区民众的斗争意志，从而有

利于保持西藏地方局势的稳定以及中国西部边疆

的安定。

一方面，乾隆帝在政治中心北京及热河极力

倡导藏传佛教，广建藏传佛教寺院。在北京，乾

隆帝在执政之后不久便重修了西黄寺、妙应寺等

有较大影响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

他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以公开表示对

藏传佛教的尊崇。在这一问题上，乾隆帝的出发

点是 “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

准、蒙之番民皆服”⑩。

另一方面，乾隆帝也正是积极利用藏传佛教

这种调和社会关系、稳定人心的功能，进而逐渐

实现对西藏地区进行 “政教分离”的社会控制。

其基本特点是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行

政干预与管辖，逐步调整达赖、班禅的世俗权

力，以维持西藏上层内部的权力平衡。乾隆十五

年 （１７５０）十月十三日，在拉萨发生了珠尔墨特

那木札勒事件。事态被平息之后，乾隆帝审时度

势，果敢地整顿了藏政。乾隆帝认为：“西藏经

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

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

滋事端。”瑏瑡由此次事件，乾隆帝认识到：若想保

持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充分利用强大的宗教

势力集团。因此，清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体制

进行了以 “抬僧抑俗”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改革。

首先，清政府废除了在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

立噶厦地方政府统一管理西藏地方政务，授予七

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行政事务的权力，实行政教

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

政教领袖地位，从而有效牵制世俗贵族势力的膨

胀。其次，重点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使得驻

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处理西藏地方事务时具有同

等的权力。此外，清政府恢复了驻兵西藏制度，

并将驻藏兵额恢复到雍正初年的１５００名，留

５００名官兵驻守拉萨，由驻藏大臣节制。

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七世达赖喇嘛圆寂，

这是对在西藏地方实行不久的政教合一的行政管

理制度以及建立不久的噶厦政府的一大考验。乾

隆帝对这次西藏暂时性的 “权力真空”十分关

注。乾隆帝谕曰：“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摺

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

为首办事之人”瑏瑢，便及时采纳章嘉国师的建议，

充分照顾西藏僧俗之愿，遂于乾隆二十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 （１７５７年５月８日）降旨令第穆呼图

克图掌办喇嘛事务。后章嘉国师抵藏，代表清中

央政府给予第穆呼图克图极大支持，“从此，第

穆活佛地位日高，大小事体均如噶丹颇章政权之

例规”瑏瑣。同时，始设摄政一职，“此乃在后世达

赖喇嘛未亲政之前，执掌西藏地方的最高权力

者”瑏瑤。从此，摄政制度在西藏地方正式建立。

综上，以乾隆帝为中心的清政府，充分利用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影响力，因地制宜地对西藏的

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抓住有利时机，以抬

僧抑俗为直接目的，以政教合一为基本原则，先

后在西藏地方建立了噶厦制与摄政制，这有力地

促进了西藏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摄政制有效

地解决了西藏最高权力的空缺危机，但摄政制只

是权宜之计，摄政毕竟不是达赖喇嘛本人，其
“过渡”性质十分明显。这就使清政府意识到，

必须尽快抬高藏传佛教另一领袖即成熟有为的六

世班禅的政治地位。于是，清政府在得知六世班

禅主动提出朝觐意愿之后，盛邀这位藏传佛教领

袖进京朝觐，并以此笼络广大蒙藏等地区的王

公、贵族和信众，最终达到稳定蒙藏等边疆地区

的目的，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二、六世班禅朝觐的原因

（一）政教因素

五世班禅时期，清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班禅

系统在西藏的影响力，以制约达赖系统及其他上

层势力，从而达到保持西藏稳定的目的。但是，

五世班禅对政治与权力的兴趣并不大，其社会活

动与交往能力相对较差，在与清中央政府的政治

行动配合方面表现得比较消极、冷淡，其未能积

极主动地受邀前往北京朝觐便是最好例证。六世

班禅时期，身为西藏地方政教的实际领袖，六世

班禅审时度势，由章嘉国师从中牵线，以贺乾隆

帝七十寿辰为契机前来朝觐，以期得到中央政府

认可、提升自身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尤其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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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前藏地区的政治辐射范围，故其选择主动朝

觐。而在宗教方面，其时，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

鲁派内部，因 “达赖、班禅相递为师”，故而八

世达赖在年龄与资历方面均不及其师六世班禅，

六世班禅为了巩固自身的宗教领袖地位，亲身考

察沿途尤其是藏传佛教在甘青、蒙古地区的传

播、发展情况，并通过进一步身体力行的宣传来

增加藏传佛教的影响，则其以藏传佛教总代表的

身份觐见 “大皇帝”并受加封便是首选之举。这

一点上，五世达赖朝觐顺治帝所取得的成果，为

六世班禅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五世达赖朝觐时，

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金册、金印及封号，这确认

了其在藏传佛教界的领袖地位，返藏后其所代表

的格鲁派实力大增，而宁玛派与噶举派却能望尘

莫及。

（二）经济因素

自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以来，贡赐关系和

茶马互市，一直为藏地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利

益。１４１４年，明永乐帝诚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

巴入京。当时宗喀巴本人身体不适，便于随后派

其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予释迦也

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后，格鲁派在西藏的实力与

威望均大大增加。朝觐是贡赐关系的主要表现形

式，是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边疆地区，强化
“藩属”对中央政府臣属关系的重要政治举措。

为此，清政府自五世达赖前来朝觐起，便针对

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系统的朝

觐规定了详细的 “年班”朝觐制度。

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清政府规定贡使返

藏时携带的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物

件及数量，即贡使回藏时，赏赐班禅额尔德尼重

３０两银茶筒１、银瓶１、银钟１、各色大缎２０
疋、大小哈达１０个，赏给来使金黄色蟒袍１、

重３０两银执盂１、缎２疋、毛青布６２疋，赏给

跟役喇嘛２８人，每人各给缎２疋、毛青布２０
疋，赏给跟役１名，缎１疋、毛青布１０疋。这

仅仅是 《理藩院则例》中防止铺张的具体规定而

已，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

用，加之清政府规定了朝觐往返路程沿途各地官

府的 “支应”义务，以及各地达官显贵、广大信

众的布施，其所得一定可观。这一点也由后来六

世班禅朝觐后所得而得到证实，“譬如前辈班禅

于四十五年进京，蒙大皇帝赏赐骈蕃，在京沿途

所得，及各蒙古布施，又复不资，总计不下百余

万”瑏瑥。

五世班禅时期，后藏扎什伦布寺属地不仅未

得到扩充，僧侣数量也减少到历史最低点，因此

班禅系统的影响力也相应呈渐弱之势。诚然五世

班禅时期奠定了班禅系统的经济基础，但这一基

础十分薄弱，其经济实力比达赖系统相距甚远。

若与达赖系统发生矛盾，班禅系统只能示弱，这

也为六世班禅留下了经济上的负累与重任。据
《卫藏通志》载： “……以上出息茶、酥油、粮

食、糟把、牛羊腔子，柴草，共折算粮食三十七

万六千四百零五克六批二格，每克合算银钱二钱

二分半，共银钱八万四千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内

支用茶、酥油、粮食、肉、柴草等项，合算粮食

八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克八批二格半，每克合银钱

二钱二分半，并银两，共计银钱八万六千零九十

五两九钱零五厘。前后所收及出息，除使用外，

应余银钱一千四百零三两六钱零五厘。因所属百

姓穷苦，所有应交之项，尚未收齐，……”瑏瑦，

因此，主动朝觐，与中央政府积极配合，必可得

到当时财力雄厚的清中央政府的经济 “援助”与

财力支持。同时，利用朝觐的政治影响，也可提

升班禅系统的政治、宗教影响力，从而吸收更多

的僧侣加入后藏扎什伦布寺及其属寺，布施也将

随之增多，由此来增强整个班禅系统的经济实

力。而在六世班禅圆寂不久，乾隆帝即降旨在扎

什伦布修建佛殿，据 《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

传》载：“十八日，皇帝谕姜大臣：‘……为广传

法轮，于班禅额尔德尼之地建造佛殿、塔、经

堂，组成僧团供祭佛教圣地’。是日动工修建佛

殿，大强佐与司膳堪布献礼谢恩。”瑏瑧这无疑有利

于扩大扎什伦布寺的影响并提高其宗教地位。

（三）安全因素

１７７２年，西藏的藩属不丹因占领库赤·贝

哈尔邦，而遭到英属 “东印度公司”的武力入

侵，不丹立即向六世班禅求援。在此之前，不丹

地区的藏传佛教大多是由后藏的班禅系统派人传

入的，而且在１７世纪间西藏与不丹的冲突中，

四世、五世班禅均担任过主要调解人，因此班禅

系统在不丹名望很大并深得信任。１７７４年，六

世班禅遂致函英国驻印总督哈斯汀斯，并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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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阁下坚持进一步消灭德布统治下的国
家，就会激怒达赖喇嘛和他所有的百姓来反对阁
下。因此，由于要捍卫我们的宗教和风俗，我请
求阁下停止所有对德布的敌对行动。”瑏瑨哈斯汀斯
接到信后，认为这是其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直接
接触的有利时机，便主动与不丹议和。究其原因
在于，“由于当时中国封锁海口，英国在中国的
贸易受着限制，英国想经由西藏进入中国内部直
接和中国通商，并希望六世班禅做一个中间
人”瑏瑩。同年１１月，受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波格尔
来到扎什伦布寺，向六世班禅提出通商等要求。

六世班禅明确拒绝波格尔所提出的英人与西藏通

商及设立使馆的无理请求。波格尔企图通过与拉
萨摄政谈判来达到目的，拉萨摄政的代表也予以
坚决发对，对于波格尔的不解，“班禅谓拉萨摄
政之疑惧英人，非仅本身问题，亦因臣属中国，

不敢开罪中国当局。故彼须候北京政府之回
示”瑐瑠。

随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西藏南部地区的侵略

行动日益深入，使六世班禅所在的后藏地区受到
威胁的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不丹受侵一事，也
使六世班禅深感因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均不济，

若图自保，则必须 “亲近”并依靠武力强盛的清
中央政府。同时，六世班禅对波格尔来访一事的
处理也是十分妥当的。但是，英国侵略者不请自
来，及其对后藏乃至整个西藏地区的野心，必定
也引起了六世班禅的担忧。当然，这也必然引起
对外实行 “闭关锁国”政策的清中央政府的极大
关注。由此，东来朝觐便成为这位藏传佛教领袖
的必然之选。

（责任编辑：又小易）

①张羽新： 《清政府与喇嘛教 （附清代喇嘛教碑刻
录）》，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６３
页。

② ［清］和珅：《钦定大清一统志》卷４１１，清光绪
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杭州竹简斋刊本。

③ 郭成康：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清史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０页。

④ ［清］松筠：《西招图略》，吴丰培校订，《西藏研
究》编辑部编： 《西招图略·西藏图考》，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页。

⑤ 《元史》卷２０２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年，第４５２０页。

⑥ ［清］海忠：《承德府志》卷１９ 《寺观》，清光绪
十三年 （１８８７）廷杰、李世寅重订本。

⑦ 《清圣祖实录》卷２５３，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

⑧ ［清］乾隆：《双忠祠诗》，张羽新：《清政府与喇
嘛教 （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拉萨：西藏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６７页。

⑨ ［清］乾隆：《喇嘛说》，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
教 （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拉萨：西藏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４０页。

⑩ ［清］魏源： 《圣武记》卷１０ 《外藩·国朝抚绥
西藏记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９
页。

瑏瑡 《清高宗实录》卷３７７，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丙辰。

瑏瑢 《清高宗实录》卷５３４，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癸卯。

瑏瑣 ［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章嘉国师若必多
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５页。

瑏瑤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郭冠
忠、王玉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民族学研究室，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３页。

瑏瑥 ［佚名］：《卫藏通志》，《西藏研究》编辑部：《西
藏志 · 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第３１６页。

瑏瑦 ［佚名］：《卫藏通志》，《西藏研究》编辑部：《西
藏志 · 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第４９５页。

瑏瑧 ［清］嘉木央·久麦旺波： 《六世班禅洛桑巴丹
益希传》，许得存、卓永强译，祁顺来、李钟霖
校，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５０－
５５１页。

瑏瑨 ［英］克莱门茨·Ｒ·马克姆：《叩响雪域高原的
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
萨之行纪实》，张皓、姚乐野译，成都：四川民
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７页。

瑏瑩Ｓｃｈｕｙｌｅｒ　Ｃａｍｍａｎｎ，Ｔｒ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
ｙａ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ｉｂｅ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１，ｐ．
２１．
瑐瑠 ［英］荣赫鹏： 《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熙初译，
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１９８３
年，第１４页。

·２３１·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